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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職員職場霸凌知覺與心理健康關係之研究

─兼論情緒耗竭之中介效果與 
因應策略之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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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早期研究發現職場霸凌會影響個體心理健康，但其形成機制與外在因素的 

探討卻不多見。本研究主要依據情感事件理論探討情緒耗竭在職場霸凌與心理健康的

中介效果，同時分析因應策略在職場霸凌對情緒耗竭和情緒耗竭對心理健康的調節 

效果。本研究採用便利抽樣法，共有 290 位大學職員參與。研究結果發現職場霸凌 

顯著正向影響情緒耗竭，情緒耗竭顯著負向影響心理健康，情緒耗竭在職場霸凌與 

心理健康之間有中介效果，因應策略對情緒耗竭與心理健康有顯著調節效果。根據 

研究結果，本文提出相關實務管理意涵和未來研究建議。 

關鍵詞：職場霸凌；心理健康；因應策略；情緒耗竭 

緒 論 

霸凌已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在組織中更是流行的現象（Einarsen, Hoel, Zapf, & 

Cooper, 2011; Einarsen, Raknes, & Matthiesen, 1994）。Nielsen, Matthiesen, & Einar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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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指出，大約有 14.6% 的員工曾有遭受職場霸凌的經驗；Nielsen & Einarsen 

（2012）指出職場霸凌不僅造成員工個體身、心損害，亦導致組織成本增加及獲利 

損失；Farrell（2002）調查 9,000 位美國聯邦員工，發現職場霸凌和騷擾將令員工心理

受損，進而造成國家每年將近 1.8 億美元的損失。因此，組織中的霸凌現象應受到 

關注且需持續探討（Bergbom, Vartia-Vaananen, & Kinnunen, 2015; Casimir, McCormack, 

Djurkovic, & Nsubuga-Kyobe, 2012; Devonish, 2013）。 

儘管針對校園霸凌已有許多研究（邱珍琬、張麗麗，2012；馮嘉玉、晏涵文， 

2013；黃國敏、闞周薇，2014；顏秀娟、陳政友，2012；羅丰苓、盧台華，2013；Hertz, 

Everett Jones, Barrios, David-Ferdon, & Holt, 2015; Wu, Luu, & Luh, 2016; Yen, 2010），

但主要研究對象多為學生和教師，對於校園行政人員的研究卻尚未見；洪麗美（2008）

和陳書梅（2012）認為學校行政人員在推展行政工作時，必需經常面對上級主管種種

要求，還得滿足學校內外部關係人的需求，若無法即時有效滿足其需求，即有可能 

遭到負向情緒對待。研究發現，政府部門行政人員職場霸凌的盛行率高達 66%，且 

曾遭言語霸凌及心理霸凌的程度不亞於職場霸凌風險第一名的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 

服務業（林洺秀、郭智宇，2014）；吳美連、張振傑、王秀菁（2017）的研究指出，

行政人員遭到職場霸凌將減少個人的整體幸福感，不僅不利個體亦不利組織。是故，

探究行政人員遭受職場霸凌後續的影響有其必要。 

雖然已有相關實證研究指出職場霸凌對個體心理健康的影響（李瀅緹，2014； 

陳雯萍，2014；邊立中、鄭雅文、陳怡欣、陳秋蓉，2014；Hertz et al., 2015; Wu et al., 

2016），但本研究認為職場霸凌對心理健康應存在中介機制，原因是源於 Weiss & 

Cropanzano（1996）情感事件理論（affective events theory）指出，當個體遭受到負向

工作事件時，會針對此一事件產生負向情感反應；之後，若負向情感反應無法有效 

減輕甚至不斷累積，會進一步影響個體心理健康。同樣地，陸洛、高淑芳（1999）所

提出「統合性的工作壓力模式」明確指出負向工作事件會導致個體產生壓力的感受，

此時若無法有效調節或弱化壓力感受，將進一步造成個體身、心健康的問題。因此，

只是單純探討職場霸凌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將有如黑箱一般，無法清楚了解過程的 

變化。Peng, Chen, Chang, & Zhuang（2016）建議探討職場霸凌對個體的行為或身心 

健康應考量形成過程，如此才能更周延地觀察職場霸凌對個體的影響。據此，本研究

目的一是探討情緒耗竭在職場霸凌與心理健康的中介機制。 

陸洛、高淑芳（1999）統合性的工作壓力模式指出，個體的內在資源不僅可以 

調節壓力源對壓力感受，亦可調節壓力感受對個體身心健康與行為的影響；同樣地，

根據資源保存理論（conservation of resource theory）的觀點，當個體面對壓力時，會 

端視個體是否擁有足夠資源以應付壓力事件：若資源足夠，個體會運用資源來減少 

壓力事件所產生的影響；反之，若資源不足又沒有其他資源的挹注，個體則會因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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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產生負面影響（Hobfoll, 1989; Hobfoll & Shirom, 2001）；Siu, Spector, Cooper, Lu,  

& Yu（2002）表示，個體所擁有的內、外在資源若運用得當，可減輕因壓力所帶來的 

負向影響。是故，探討職場霸凌對個體的影響不可忽略個體擁有和運用資源所產生的

調節效果。審視職場霸凌的相關研究，多僅探討它對情緒、行為及身心健康影響的 

直接效果（陳柑伴、楊秀芬、陳慧蘭、楊美賞，2010；蔡曉婷、韓錦樺、陳麗芳、 

周汎澔，2014；邊立中等，2014；Hansen et al., 2006; M. Thomas, 2005），甚少考量 

有何因子可減緩職場霸凌所帶來的負向影響（吳美連等，2017；Peng et al., 2016; 

Warszewska-Makuch, Bedyńska, & Żołnierczyk-Zreda, 2015），實有必要透過實證研究 

充實這方面不足之處。 

Nielsen & Einarsen（2012）針對職場霸凌進行統合分析（meta-analysis）提出職場

霸凌理論模式，該模式指出職場霸凌對個體的負向影響，除了考量個體的人格特質所

帶來的調節效果，另一個重要調節因子即為因應策略（coping strategy）。Lazarus & 

Folkman（1984）指出因應策略是指個體在壓力情境中，主動運用所擁有的資源改善或

減少壓力感受，而非被動地等待資源協助。然而，綜觀目前探討個體內、外在資源對

職場霸凌調節效果的研究，多從擁有資源層面探討，並非以資源運用的觀點分析

（Karatza, Zyga, Tziaferi, & Prezerakos, 2016; Peng et al., 2016; Warszewska-Makuch  

et al., 2015），因此無法解釋個體運用資源能力是否能有效改善職場霸凌所帶來的負向

影響。本研究試圖從資源運用的觀點探討當個體感受到職場霸凌時，透過運用本身 

擁有的資源是否能減緩因職場霸凌所帶來的負向影響。因此，本研究目的二和三是 

探討因應策略是否可以調節職場霸凌與情緒耗竭的關係，以及情緒耗竭與心理健康的

關係。 

本研究預期有以下學術貢獻。首先，藉由情感事件理論，本研究從情緒耗竭角度

了解職場霸凌如何與心理健康連結，將有助於了解職場霸凌與心理健康的形成機制。

其次，運用統合性的工作壓力模式和資源保存理論，引入因應策略為調節變數，將 

有助於了解個體運用資源能力是否能調節職場霸凌對情緒耗竭和情緒耗竭對心理健康

的關係。最後，以校園職員為研究對象，將職場霸凌這議題擴大，增加本研究類推的

可能性。 

文獻探討 

職場霸凌與心理健康：情緒耗竭的中介效果 

職場霸凌是一種騷擾、打擾他人，排擠他人及負向影響他人工作任務的行為，且

上述行為重複而有規律地發生，並持續一段時間（約半年）（Einarsen, Hoel, Zapf, et al., 

2003）。一般而言，職場霸凌有四種特性：頻率、持續、充滿敵意，以及權力不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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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arsen, Hoel, Zapf, et al., 2011）。頻率是指每週發生負向行為的次數，研究者通常

用一至二週發生次數（Einarsen, Hoel, Zapf, et al., 2011; Samnani & Singh, 2012）；持續

是指感受遭到負向行為經驗的期間，研究人員通常是指六個月至十二個月（Einarsen, 

Hoel, Zapf, et al., 2011; Samnani & Singh, 2012）；充滿敵意是指潛在的負向行為

（Einarsen, Hoel, Zapf, et al., 2011）；最後，權力不對等是指受霸凌者與施霸凌者的 

不對等，這種不對等並非一定來自於組織權力（hierarchical power），還可能來自身體

（physical）及社會同儕團隊（social-peer groups）（Cowie, Naylor, Rivers, Smith, &  

Pereira, 2002; Samnani & Singh, 2012）。 

Weiss & Cropanzano（1996）及陸洛、高淑芳（1999）皆認為個體在工作場所遭受

到的負向事件會造成工作壓力，若壓力無法排除或減輕，將影響員工的身心健康。 

其中，情緒耗竭即是壓力情境下常見的負向情緒反應，它是指個體被賦予過多的情緒

要求卻無力負荷，導致情緒資源耗損，出現情緒過度延展（overextended）和情緒乾枯

（drained）現象，它亦是工作倦怠最核心的成分（Leiter & Meechan, 1986; Wright & 

Bonett, 1997）。有鑑於此，本研究以情緒耗竭為工作倦怠的代表，相關研究指出，當

個體遭到職場霸凌時，將產生情緒耗竭（Peng et al., 2016）。 

Hochschild（1983）和 Maslach（1982）指出，員工長期處於情緒耗竭會感到精力

缺乏、情感麻木，生理與情緒上都會感到疲憊和枯竭；此時，若能改善個體情緒耗竭

現象，將有助提升員工的心理健康（Maslach, 1982; Maslach, Jackson, & Leiter, 1996）。

已有實證研究指出情緒耗竭會影響個體心理健康（林繼正、陳淑芬，2008；Garcia, 

McGeary, McGeary, Finley, & Peterson, 2014; Gerber et al., 2015; Huang, Du, Chen, Yang, 

& Huang, 2011）。本研究以憂鬱症狀而非焦慮症狀衡量個體心理健康，主要理由有三：

其一，眾多研究顯示憂鬱與焦慮具有高度共病性（Kessler, Andrade, et al., 2002; Kessler, 

Gruber, et al., 2008; Kessler, Nelson, et al., 1996），故探討個體的憂鬱症狀亦可反映個體

部分的焦慮症狀；其二，據世界衞生組織（Brundtland, 2001）報道，到 2020 年，憂鬱

症將是各年齡層中導致個體喪失生活能力的第二大因素，可見探討憂鬱症狀相當重要；

其三，個體罹患憂鬱症所花費的社會成本遠遠高於焦慮症（趙小瑩、王文中、葉寶專，

2007）。根據前述，本研究認為職場霸凌會透過情緒耗竭的中介效果，影響員工心理

健康。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一：情緒耗竭可中介職場霸凌與心理健康之關係（H1）。 

職場霸凌與情緒耗竭：因應策略的調節效果 

由於被霸凌者知覺到長時間且持續不斷遭受到一個或多個個體的負向行為對待，

此行為可能來自上司、同事或顧客（Fox & Stallworth, 2005），且被霸凌者發現那些 

負向行為難以防禦，甚至無法反抗（Einarsen & Skogstad, 1996），因此職場霸凌可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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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種壓力來源。根據 Spector & Fox（2005）提出的「壓力源－情緒模式」（stressor- 

emotion model），當個體持續感受或遭遇到壓力時，由於需不斷承受負向感受，持續

下去會使個體進入耗竭階段。相關實證研究指出，當個體遭到職場霸凌時，確實會 

引發情緒耗竭的現象（陳柑伴等，2010；邊立中等，2014；Neto, Ferreira, Martinez, & 

Ferreira, 2017; Peng et al., 2016）。 

陸洛、高淑芳（1999）的研究明確指出，負向工作事件導致個體產生壓力感受，

此時若個體擁有足夠的內、外在資源並善加利用，將可調節負向事件與壓力感受。 

此外，資源保存理論亦認為當個體處於壓力情境下，會嘗試運用所擁有的資源以因應，

然而不論個體採取何種策略或因應的成效如何，資源流失現象都會出現，若資源不斷

流失又無其他資源補充，個體便會產生壓力，並會因資源耗盡而感到疲勞、缺乏精力

和情緒耗竭；相反，若能妥善運用既有資源又能補充資源，壓力感就會降低（吳宗祐、

鄭伯壎，2006；Hobfoll,1989; Hobfoll & Shirom, 2001）。 

Lazarus & Folkman（1984）指出個體面對壓力情境，在認知、情緒和行為上所用

的各種策略，只要是用以減緩壓力感受，皆可稱為因應策略；Backer, Bakas, Bennett, & 

Pierce（2000）指出因應策略是指個體在遭遇刺激事件時，藉由認知評估、情緒調整或

生理反應等方式排解壓力的一種策略；林惠彥、陸洛、陸昌勤（2014）認為個體一旦

產生壓力，會採取因應策略來減輕壓力所引發的負面影響；Lu, Tseng, & Cooper 

（1999）將因應策略分為「控制型因應」（control support）及「支持性因應」（support 

coping），其中控制型因應指個體能預先規劃事件發生時的處理方式，因此當事件 

真的發生，個體將有處理的依據或規則，能有效降低不確定性所帶來的壓力感受； 

支持性因應指個體能在事件發生時，找尋相關資源協助，因此當事件真的發生，能 

透過外在資源的幫助排解困難及解決問題。 

綜上所述，發現若個體能善用本身擁有的資源，應能減緩負向事件對壓力感受的

影響。許多研究指出，個體擁有的內、外在資源確實可以緩衝負向事件對壓力感受的

影響（Goh, Ilies, & Wilson, 2015; Haines, Hurlbert, & Zimmer, 1991; L. T. Thomas & 

Ganster, 1995）；Siu et al.（2002）的實證研究發現因應策略可以緩衝壓力源與壓力之

間的關係。同樣，李逸（2004）的研究結果發現，廣泛使用因應策略的個體，其壓力

感受與壓力結果的相關性消失了，且壓力感受對壓力結果不具預測性；此外，在壓力

感受較高的樣本中，較常使用因應策略的個體相較於較少使用因應策略的個體，其 

身心健康較不受影響。 

經前述推導過程，當個體處於逆境時，採取適當的因應策略能使個體有良好的 

適應。是故，個體若善用本身擁有的資源，應可減緩職場霸凌所導致情緒耗竭的程度。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二：因應策略在職場霸凌與情緒耗竭間扮演調節效果；個體愈

善用本身擁有的資源，職場霸凌與情緒耗竭之正向關係愈弱（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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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耗竭與心理健康：因應策略的調節效果 

Maslach & Jackson（1981）指出情緒耗竭是指個體目前擁有的資源消耗殆盡， 

導致精力喪失、身心疲憊，無法應付工作要求；因此，它不僅會影響個體的工作動機、

態度、表現和身心健康，甚至對組織的效率和效能都有不少衝擊（洪瑞斌，2013）。

研究發現，當個體擁有的資源耗盡尚不能處理因問題所帶來的壓力，將產生情緒耗竭，

進而對心理健康（還包括心理困擾及憂鬱等）產生負向影響（翁志成，2011；葉婉榆、

鄭雅文、陳美如、邱文祥，2008；鄭安雯等，2011）。 

根據資源保存理論，個體面對壓力時，會端視個體是否擁有足夠資源以應付： 

若資源足夠，個體會運用資源來減少壓力感受所產生的影響；反之，若資源不足時又

沒有其他資源的挹注，個體則會因壓力感受產生負面影響（Hobfoll, 1989; Hobfoll & 

Shirom, 2001）。若個體在面臨壓力時能善用本身擁有的資源，且在資源耗盡前解決 

壓力或在解決壓力前有適當的資源協助，將可減輕壓力感受對壓力結果的影響。

Semmer（1996）發現擁有較多因應策略資源的個體，會有較佳的身、心健康；高旭繁、

陸洛（2011）在一個統合壓力與所產生影響的研究中發現，因應策略確實可以有效 

調節壓力感受對壓力結果的影響；相關研究指出，個體善用本身擁有的資源將有助於

減緩壓力感受對個人的負面衝擊，並提升個人身心健康（林惠彥等，2014；陳瑋婷，

2013）。經前述推導過程，本研究提及若個體感受到情緒耗竭將影響心理健康。然而，

個體若善用本身擁有的資源，則可減緩因情緒耗竭對心理健康的影響。根據此論點，

本研究認為因應策略可調節情緒耗竭與心理健康之關係。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三：

因應策略對情緒耗竭與心理健康之間有調節效果；個體愈善用本身擁有的資源，情緒

耗竭與心理健康之負向關係愈弱（H3）。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與資料蒐集 

本研究採用便利抽樣方式，研究者先透過電話說明研究目的並請求協助，之後 

詢問是否願意填答問卷，若得同意，則研究團隊親訪發放問卷。為避免受測者受社會

期許影響而選擇與本意不同的答案，在正式發放問卷前，採用 Podsakoff, MacKenzie, & 

Podsakoff（2012）的建議：首先，告知受測者這是一份學術研究；其次，說明問卷 

採用匿名方式填答，除研究者外，不會有其他人得知填答結果；第三，對受測者解釋

所有問卷資料均採用整體數據分析的方法呈現，不會針對個人數據進行分析；第四，

受測者在填答過程中，可自由停止填答問卷；最後，在填答完問卷後，由研究人員 

親手回收，以減少受測者對填答內容可能外洩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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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受測對象為台灣台中地區及彰化地區各大學願意受測的行政人員，經初步

詢問約有 350 人同意受測。因此，本研究共發放 350 份問卷，回收 300 份問卷，扣除

無效問卷，有效問卷有 290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2.86%。無效問卷認定標準有三：

首先，受測者對於某一變數反向題勾選的選項與正向題相同；其次，某一變數皆勾選

相同選項；最後，某一變數超過三分二題數未填答。另外，針對連續變數所出現的 

遺漏值，本研究採用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進行遺漏值填補，而 

基本資料的遺漏值因不影響研究結果，則不進行填補。為符合職場霸凌定義，若受測

者在職場霸凌此構面的所有題項皆填選「不曾」，表示過去 6 個月未曾遭受職場霸凌，

則本研究後續不納入分析，此部分共 77 份，故最後納入分析的問卷為 213 份。受測者

基本資料如表一所示，女性佔 131 人（61.5%）；年齡多分布於 20 至 49 歲，其中 

20–29 歲佔 78 人（36.6%）、30–39 歲佔 49 人（23.0%）、40–49 歲佔 60 人（28.2%）；

學歷多為大學（專），佔 148 人（69.5%）；年資分布並無特別集中，其中 1 年以下佔

31 人（14.6%）、1 到 5 年佔 61 人（28.6%）、6 到 10 年佔 50 人（23.5%）、11 到 15

年佔 22 人（10.3%）、16 年（含）以上佔 48 人（22.5%）。 

 

表一：樣本基本統計量 

基本資料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82 38.5 

 女 131 61.5 

年齡 19 歲（含）以下 7 3.3 

 20–29 歲 78 36.6 

 30–39 歲 49 23.0 

 40–49 歲 60 28.2 

 50–59 歲 15 7.0 

 60 歲（含）以上 3 1.4 

教育程度 國中（含）以下 3 1.4 

 高中（職） 20 9.4 

 大學（專） 148 69.5 

 研究所（含）以上 42 19.7 

年資 1 年以下 31 14.6 

 1 到 5 年 61 28.6 

 6 到 10 年 50 23.5 

 11 到 15 年 22 10.3 

 16 年（含）以上 48 22.5 

註：因年齡和年資資料有遺漏值，故百分比累加並非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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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衡量 

職場霸凌 

本研究採用 Einarsen, Hoel, & Notelaers（2009）的負向行為量表（Negative Acts 

Questionnaire-Revised）衡量員工是否在過去 6 個月於職場上經常且規律地有遭遇霸凌

的感受。該量表共 22 題，分為 3 個次構面，分別為：工作相關霸凌，共 7 題，主要 

衡量員工因遭受霸凌而影響工作績效，例如「有人曾經隱瞞資訊讓我在工作中出差 

錯」；人際相關霸凌，共 12 題，主要衡量員工因遭受霸凌而影響個人聲譽和社會地位，

例如「有人喜歡一而再的提起我在工作犯的過錯」；身體恐嚇相關霸凌，共 3 題， 

主要衡量員工因遭受霸凌而影響身體健康和安全，例如「在工作職場上有人對我的 

身體實行暴力行為或侵犯我」。量表以李克特 5 點尺度衡量（1 = 從未，5 = 每日），

分數愈高代表職場霸凌知覺感受愈深，量表信度值為 .93。 

情緒耗竭 

本研究採用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General Survey（Schaufeli, Leiter, Maslach,  

& Jackson, 1996）當中的次構面，共 8 題，評估員工本身情緒耗竭的情況，例如「工作 

一天下來讓我感到精疲力盡」。量表以李克特 4 點尺度衡量（1 = 非常不同意，4 =  

非常同意），分數愈高代表情緒耗竭愈嚴重，量表信度值為 .90。 

因應策略 

因應策略題數共 10 題，其中 4 題衡量支持性因應，6 題衡量控制性因應。Siu et al.

（2002）的研究已證實此測量工具在華人社會具有信度和效度。量表以李克特 5 點 

尺度衡量（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量表信度值為 .92。 

心理健康 

本研究對心理健康的評估是以「貝克憂鬱量表第二版中文版」（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II）（陳心怡，2000）為工具。量表共 21 題，每題以 1–4 作嚴重程度的計分。

原始計分為愈高表示心理健康狀況愈不佳，但由於心理健康這詞語在解讀上為正向 

用語，故後續分析將分數轉置，分數愈高表示心理健康狀況愈好；量表信度值為 .94。 

控制變數 

本研究旨在探討個體遭到職場霸凌是否會影響情緒耗竭和心理健康。相關研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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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情緒耗竭或心理健康時多將性別或年齡列為控制變數（吳宗祐，2008；吳宗祐、

鄭伯壎，2006；林惠彥等，2014；Peng et al., 2016），本研究亦將性別和年齡納為控制

變數，以避免外衍變數干擾。 

收斂效度與區別效度 

本研究採用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進行效度檢驗，在收斂

效度部分須符合：（1）因素負荷量大於 .5，且 t-values 達顯著；（2）平均萃取變異

量大於 .5（Fornell & Larcker, 1981）。由於本研究部分題項的因素負荷量低於標準 

值，故予以刪除，刪除後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皆高於 .5。各構面的平均萃取變異量 

分別為職場霸凌（.53）、情緒耗竭（.51）、因應策略（.73）、心理健康（.53）， 

顯見本研究的衡量具有收斂效度。另外，各平均萃取變異量皆大於兩兩潛在變數相關

係數的平方，且變數間的相關係數其 95% 信賴區間皆不包括 1，表示變數之間可以 

互相區別（Anderson & Gerbing, 1988; Fornell & Larcker, 1981）。由表二得知，本研究

變數的平均萃取變異量皆大於各構面的相關係數平方，且變數的 95% 信賴區間皆不 

包括 1，顯見本研究的衡量具有區別效度。 

此外，本研究調查採用自陳式問卷，研究結果可能會受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影響。為了降低共同方法變異，本研究參考 Podsakoff et al.（2012）

建議，在事前預防部分，本研究變數採用不同尺度衡量，例如職場霸凌和因應策略 

採用 5 點尺度，而情緒耗竭和心理健康採用 4 點尺度，並納入反向題，以使受測者 

專心填答，並減少潛在一致性動機（consistent motif）。在事後檢定部分，採用 Harman’s

單一因子檢定法（Podsakoff & Organ, 1986）。結果顯示，在投入所有題項後得出 7 個

因素，共解釋了 65.81% 的變異量；由第一因子解釋量僅 32.80%，且萃取的因子可 

明顯區分出不同變數，可知由共同方法變異造成的問題並不嚴重。 

表二：各變數之平均數、標準差和相關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萃取 
變異量 

職場霸凌 情緒耗竭 因應策略 心理健康 

職場霸凌 1.67 .56 .53 .93 
 

   

情緒耗竭 2.73 .82 .51 .35** 

（.12） 

.90   

因應策略 3.02 .65 .73 –.08 
（.00） 

–.07 
（.00） 

.92  

心理健康 2.32 .48 .53 –.55** 
（.30） 

–.41** 
（.17） 

.07 
（.00） 

.94 

** p < .01. 
註：括弧內數值為相關係數平方值；斜對角灰底為各變數信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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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表二為各構面的平均數、標準差和相關，另斜對角為各構面的信度值。可以得知

職場霸凌與情緒耗竭呈顯著正相關，職場霸凌與心理健康呈顯著負相關，情緒耗竭與

心理健康呈顯著負相關，因應策略則與心理健康無顯著相關。 

假設一假定職場霸凌會透過情緒耗竭影響心理健康，本研究採用 Baron & Kenny

（1986）對中介效果的三步驟進行檢驗。首先，自變數對中介變數要達到顯著，統計

結果如表三模式 1-2 所示，職場霸凌顯著正向影響情緒耗竭（β = .34, p < .01）；第二，

中介變數對依變數要達顯著，如模式 2-2 所示，情緒耗竭顯著負向影響心理健康（β = 

–.37, p < .01）；第三，自變數和中介變數同時對依變數進行預測，如模式 3-2 所示，

職場霸凌對心理健康的影響顯著（β = –.46, p < .01），情緒耗竭亦顯著影響心理健康 

（β = –.21, p < .01），而模式 3-2 中職場霸凌對心理健康的 β 係數絕對值（.46）小於 

模式 3-1 中職場霸凌對心理健康的 β 係數絕對值（.53）。因此，情緒耗竭對職場霸凌

與心理健康間有中介效果。最後，本研究進一步採用 Sobel（1982）對中介效果的測試，

結果亦顯示中介效果值達顯著（t = 3.90, p <.01）。因此，假設一獲得支持。 

假設二，為檢驗因應策略對職場霸凌影響情緒耗竭的調節效果，本研究根據 Aiken 

& West（1991）建議，將自變數與調節變數標準化，再將標準化值的兩變數相乘為 

交互作用項，以避免自變數與交互作用項的相關性過高而產生共線性問題。表三模式

4-1 顯示，在排除控制變數、自變數和調節變數的影響後，職場霸凌與因應策略的交互

作用對情緒耗竭未達顯著影響（β = .01, p >.05）。因此，假設二未獲支持。 

假設三，為檢驗因應策略對情緒耗竭影響心理健康的調節效果，本研究亦根據

Aiken & West（1991）建議。由表三模式 4-2 所示，在排除控制變數、自變數和調節 

變數的影響後，情緒耗竭與因應策略的交互作用對心理健康達顯著影響（β = –.13,  

p < .05）。接着，本研究取因應策略的平均數正、負一個標準差，之後將情緒耗竭與

心理健康代入迴歸模式：高因應策略情況下情緒耗竭對心理健康達顯著負向影響 

（β = –.36, t = 2.23, p < .05）；低因應策略情況下情緒耗竭對心理健康亦達顯著負向 

影響（β = –.68, t = 4.21, p < .01）。同時，本研究繪製調節圖（見圖一），可發現愈 

善用本身資源（即圖一中的高因應策略）的個體相較於較不善用本身資源的個體可 

減緩情緒耗竭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因此，假設三獲得支持。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運用情感事件理論分析職場霸凌對心理健康影響過程的形成機制，並

藉由統合性的工作壓力模式，引入資源理論觀點，深入探討因應策略在職場霸凌對 

情緒耗竭和情緒耗竭對心理健康的調節效果。整體來說，研究貢獻與發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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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階層迴歸分析 

  情緒耗竭    心理健康   

 模式 1-1 模式 1-2 模式 4-1 模式 2-1 模式 2-2 模式 3-1 模式 3-2 模式 4-2 

控制變數         

性別 .06 .08 .09 .09 .07 .13 .11 .08 

年齡 –.19** –.14* –.15* –.27** –.20** –.20** –.16* –.19** 

自變數         

職場霸凌  .34** .33**   –.53** –.46**  

情緒耗竭     –.37**  –.21** .36** 

因應策略   –.08     .08 

調節變數         

職場霸凌 ×

因應策略 

  .01      

情緒耗竭 ×

因應策略 

       –.13* 

R2 .04 .15 .15 .08 .21 .08 .40 .24 

F 4.31* 12.30** 7.61** 9.30** 18.90** 39.18** 34.42** 12.73** 

△R2  .11 .00  .13 .36 .32 .02 

△F  27.21** .03  35.07** 90.97** 54.78** 4.44* 

* p < .05; ** p < .01 

圖一：因應策略對情緒耗竭影響心理健康之調節效果 

 

 

 

 

 

 

 

 

 

 

 

討 論 

首先，過去針對校園霸凌的研究對象多集中於學生或師長，以職員為研究對象的

則非常缺乏，透過本研究可探究校園中職員遭受霸凌的情況。本研究意外發現，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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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遭受職場霸凌比率高達 73.45%，顯見在校園中這已是不可輕視的現象。同時， 

本研究發現當個體遭到職場霸凌時會導致情緒耗竭，這結果與過去研究發現相同 

（陳柑伴等，2010；邊立中等，2014；Neto et al., 2017; Peng et al., 2016），即個體在

職場上遭受到負向事件時，由於不斷付出心力來處理此負向事件，會使個體的內在 

資源逐漸減少，最後陷入情緒耗竭的窘境。此外，情緒耗竭會負向影響個體的心理 

健康，此結果與過去研究發現相同（林惠彥等，2014），即當個體發現自身資源因 

處理外在事件而耗盡時，在沒有其他資源的挹注下，會導致個體心理健康受損。 

再者，本研究運用情感事件理論，清楚描繪個體情緒感受如何連結負向工作事件

與心理健康的關係，使職場霸凌影響心理健康的脈絡更加完整。此結果呼應 Weiss & 

Cropanzano（1996）的情感事件理論和陸洛、高淑芳（1999）統合性的工作壓力模式，

即負向工作事件會令個體感受到壓力，而壓力感受會導致心理狀態不佳。誠如本研究

發現，情緒耗竭確實在職場霸凌與心理健康之間扮演中介角色；亦即，當個體認知在

職場上遭受到不公平對待，且長期處於緊張的壓力狀態，會令個體不斷耗竭自身資源，

待資源完全耗盡後將影響個體的心理健康。然而，亦不可忽視職場霸凌對心理健康的

直接效果，誠如過去許多研究發現職場霸凌會影響個體心理健康（李瀅緹，2014； 

邊立中等，2014；Hertz et al., 2015; Wu et al., 2016），本研究發現前者對後者的影響效

果高達 –.53；亦即，當個體認知在職場上遭受到負向事件的感受愈多時，會導致個體

心理愈不健康。 

最後，相較過去研究在探討職場霸凌時雖有考量個體擁有的內、外在資源，但 

甚少考量到個體善用資源能力的差異（吳美連等，2017；Peng et al., 2016; Warszewska- 

Makuch et al., 2015）。本研究試圖發掘個體運用資源能力是否能有效減緩職場霸凌所

帶來的負向影響。然而，依據研究結果，個體運用資源的能力並無法有效調節職場 

霸凌對情緒耗竭的影響。究其原因，本研究認為按資源保存理論，個體在處理完壓力

感受前資源將不斷流失，若資源流失大於資源獲得，將對個體產生負向影響（Hobfoll, 

1989; Hobfoll & Shirom, 2001）；由於職場霸凌是一種長期且重複的行為，受霸凌者將

持續不斷耗用自身資源處理負向事件所帶來的影響，於此階段，受霸凌者亦需不斷 

透過更多資源的挹注，才能減緩對身心的負向影響。Hansen et al.（2006）的研究發現，

受霸凌者相較於沒遭受霸凌者較缺乏支持性資源，因此資源流失速度大於資源獲得 

的速度，這將造成個體所擁有的因應策略無法有效減緩職場霸凌對情緒耗竭的影響。

此外，個體擁有因應策略能有效調節情緒耗竭與心理健康的關係；亦即，不同程度的

因應策略在感受到情緒耗竭時，會令個體展現出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換句話說，愈

善用本身資源的個體在感受到情緒耗竭時，相較於較不善用資源的個體有較佳的心理

健康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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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意涵 

本研究目的在了解大學職員職場霸凌知覺與心理健康的關係，同時考量情緒耗竭

的中介效果及因應策略的調節效果。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對組織管理階層的 

建議，供實務界人士參考與運用。 

首先，許多研究已證實職場霸凌在職場上已是個普遍現象（Einarsen, Hoel, Zapf,  

et al., 2011; Einarsen, Raknes, et al., 1994）。本研究發現，大學校園職員遭受霸凌行為 

相當普遍，且職員遭到職場霸凌會導致情緒耗竭情況產生，進而影響其心理健康。 

因此，首要任務應是減少職場霸凌行為發生，才能避免職員產生情緒耗竭，進而擁有

健康的心理狀態，故此建議學校管理階層必須建立友善的工作環境，將反霸凌行為 

形成校園文化，以根植在校園每位員工心裏，減少職場霸凌行為。再者，霸凌除了 

來自組織內亦可能來自組織外（Samnani & Singh, 2012），建議校內應張貼或播放相關

反霸凌文宣或相關罰則，阻嚇霸凌行為。 

其次，情緒耗竭明顯對職場霸凌與心理健康有中介效果，因此為避免職員在工作

上過多的情緒要求而無力負荷，繼而影響心理健康，建議校園可設置心理諮商單位，

令個體有適當抒發情緒的窗口；又為避免教職員因污名化而不敢前往，建議諮商中心

可在每學期全校教職員會議宣導，於諮商中心進行的各項諮商內容都會保密，除當事

人與諮商師外，不會有第三者得知諮商內容，諮商內容未經當事人同意不得外洩。 

其三，因應策略在情緒耗竭與心理健康之間有顯著的調節效果，故建議組織在 

招聘時可甄選能善用因應策略的員工，以降低情緒耗竭對心理健康所產生的衝擊； 

組織亦可透過訓練課程，強化員工因應策略的使用。最後，因應策略無法有效緩解 

職場霸凌對情緒耗竭的影響，或許組織可從其他層面為員工提供更多可用資源，例如

員工協助方案或主管支持，如此或可緩解職場霸凌對情緒耗竭的影響。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有一些限制。首先，本研究為橫斷性（cross-sectional）研究，所有變數都

在同一時間完成資料的蒐集，無法說明時序上的關聯，而限制可能的因果推論。然而，

情感事件理論（Weiss & Cropanzano, 1996）和統合性的工作壓力模式（陸洛、高淑芳，

1999）皆指出工作事件會影響員工情緒，繼而影響員工身心健康。另外，Nielsen & 

Einarsen（2012）有關職場霸凌的統合分析（meta-analysis）亦指出，職場霸凌會影響

受霸凌者的情緒，繼而影響其身心健康。雖然上述說明似乎可證實職場霸凌會影響 

情緒耗竭繼而影響身心健康，但建議後續研究可藉不同時間點的縱貫性研究，以提供

更具說服力的因果推論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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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本研究所有變數皆採自陳方式填答，可能造成共同方法變異而高估變數間

的關係。儘管本研究依照 Podsakoff et al.（2012）和 Podsakoff & Organ（1986）建議，

結果亦顯示共同方法變異的問題對本研究影響有限，但仍建議後續研究者在資料蒐集

過程中能採用來源隔離法或時間隔離法。 

其三，本研究所採用的因應策略量表多應用於工作壓力的相關研究（林惠彥等，

2014；陳瑋婷，2013），雖然職場霸凌屬於工作壓力的一種，但仍建議後續研究者可

發展適用於職場霸凌現象的因應策略量表。最後，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為台中和彰化

地區大學職員，而把結果推論至其他地區或群體是否會得到同樣結果尚無法證實。 

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針對不同地區或對象進行相同研究，擴大職場霸凌對心理健康 

影響的類推。 

在未來研究方面，本研究有以下建議。首先，探討職場霸凌對個體心理健康的 

影響屬於個體層次，然而 Samnani & Singh（2012）指出職場霸凌的影響層面不僅在 

個體，還包含了群體層面（例如團隊績效或團隊凝聚力）和組織層面（例如組織績效

或組織文化）。建議後續研究可探討對不同層面的影響。 

再者，本研究的調節變數採用整體因應策略，並無區分不同類型的因應策略， 

而個體採用不同的因應策略是否會造成不同程度的調節效果應是個值得探討的議題

（林惠彥等，2014）。 

最後，本研究只探討因應策略此個體資源的調節效果，高旭繁、陸洛（2011） 

認為個體的內、外在資源能調節負向事件所產生的影響，其中個體內在資源包含「人

格特質、工作動機、工作經驗及價值信念」，個體外在資源包含「社會支持及人脈 

關係」。Matthiesen & Einarsen（2010）提出除了個體內、外在資源可調節職場霸凌對

個體的負向影響，組織層面資源（如組織政策、組織支持及申訴管道）亦可調節職場

霸凌對組織或個體的負向影響。建議後續研究者可探究個體外在資源及組織層面資源

對職場霸凌的調節效果，以提出對個體或組織更全面及完整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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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ived Workplace Bullying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University Employe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oping Strategies 

Chen-Chieh CHANG, Yen-Chun PENG, & Wen-Long ZHUANG 

 
Abstract 

Although earlier research found that workplace bullying affects an individual’s mental 
health, investigations of the mechanisms that produce these behaviors and their external factors 
have remained rare. Based on the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we examine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ental exhaus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place bullying and mental health. We also 
analyze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oping strateg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place 
bullying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 as well a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mental health. Convenience sampling was used in this study and 290 university employees 
participated. We found that workplace bullying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motional exhaustion, emotional exhaustion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mental 
health. We also found that emotional exhaustion had a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place bullying and mental health and coping strategies had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mental health. Based on 
these results, we discussed the implications for relevant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provide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y. 

Keywords: workplace bullying; mental health; coping strategy; emotional exhau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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